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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 
宋翔鳳，字于庭，一字虞廷，江蘇長洲（今吳縣）人，生於清乾隆四十四年（一七
七九年），卒於咸豐十年（一八六○年）。母常州莊氏，為莊述祖之妹，翔鳳自幼得舅父
述祖的傳授，通今文經學之要義。及長，遊段玉裁門，兼治東漢許慎、鄭玄之學。嘉慶
五年中舉，先後歷官泰州學正、旌德訓導、湖南興寧、耒陽等知縣。咸豐九年，重賦鹿
鳴，加知府銜。述祖曾說：「劉甥（逢祿）可師，宋甥（即翔鳳）可友。」（1）在古人論學
極重師友的學術傳統裏，由上述評價可見述祖對他甚為看重。 
宋翔鳳本具樸學根底，又得莊述祖公羊學傳承，但他的學術特色及用心所在，仍和
劉逢祿一樣，把重心擺在對於今文學的闡發。一生著作頗豐，主要著作有：《周易考異》
二卷、《尚書略說》二卷、《尚書譜》一卷、《大學古義說》二卷、《四書纂言》四十卷（包
括《大學注疏集證》、《中庸注疏集證》、《論語纂言》、《孟子纂言》）、《四書釋地辨證》
二卷、《論語說義》十卷、《孟子趙注補正》六卷、《小雅爾訓纂》六卷、《過庭錄》十六
卷、《樸學齋文錄》四卷、《香草詞》二卷、《洞簫詞》一卷、《碧雲庵詞》二卷、《樂府
餘論》一卷等。其中《過庭錄》除了經學，研究範圍亦遍及史書（包括四史及晉、隋、
唐、宋史籍）、諸子（《鬻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韓非子》）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大戴禮》、
文學（《文選》、唐詩、韓柳文等）。（2） 
宋翔鳳在歷史上的知名度似不甚高，然而他在常州學派裏，是繼莊存與之後，地位
僅次於劉逢祿的關鍵人物。所謂的知名度不高，其實是因為其他幾位在歷史上的地位及
開風氣之先的客觀作用實在太大、太有影響力，相對之下，翔鳳被莊存與、劉逢祿、龔
自珍的光環給壓下來了，因而變得不甚耀眼。簡言之，莊存與將沈寂千年的公羊學重新
振興，並形成一學派。而劉逢祿則大開大擺，一方面建立《春秋》是群經之首，而《公
羊》是惟一真傳，以《公羊》之義法網羅群經；另一方面雄辯淊淊，辨析精微，將「春
秋左氏傳」和「左氏春秋」加以區別分判，打倒古文經學的基礎，亦即不但推尊強化了
今文經學，又打壓、降低古文經學，奠定了今文經學近乎獨尊（至少高高在上）的地位。
而龔自珍則首先在政治、社會的改革方面，以《公羊》痛切批評時政，開晚清變法之先
聲。上述三位，莊存與是開山祖，劉逢祿是理論建立的大功臣，龔自珍是將學術引入政
治改革的先驅者，他們在歷史上的客觀作用與影響，就一個學派的創始、理論的發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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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實的運用來看，均是極具關鍵性的，也極易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因此，上述三位的名氣
似均遠超過宋翔鳳。這種情況未必不公正，但對宋翔鳳而言，也不免令人為他叫屈。因
為他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動，一直都以學術為主，並未在政治上有過多的投入，而且在學
術研究方面，著作雖然不少，但並未具大刀闊斧之學術表現，加上又在常州學派中，是
承接在莊、劉兩位開創型、健將型的大人物之後，因此，其學術之特殊地位並未被彰顯
出來。（3） 
其實，單就經今文學相關的學術研究來看，宋翔鳳實應有其一定的地位和貢獻的。
龔自珍特別稱述宋翔鳳治經特點，是在樸學奇才方面，曾賦詩稱譽，如〈奉懷宋于庭丈
作〉：「玉立長身宋廣文，長洲重到忽思君。遙憐屈賈英靈地，樸學奇才張一軍。」在此
詩之序中云：「于庭投老得楚南一令。奇才樸學，二十年前目君語，今無以易也。」（4）
強調宋翔鳳治經具有通訓詁名物之專才，藉此以發揮「微言大義」之精神，可看出其治
經風格之表現，有異於他人之特點。就此《清儒學案》亦云：「通訓詁名物，志在西漢
家法，微言大義，得莊氏之真傳。嘗以《論語》二十篇素王之業備焉，自漢以來，諸家
之說不能畫一，因綜覈古今，為《論語說義》十卷。」（5）此處指出其治經之精通訓詁名
物，正呈現出乾嘉考據學的特色，然其專研之目的，主要是彰顯西漢之經今文學，特別
側重微言大義，此乃得其舅父莊述祖之真傳。由此大抵可說明宋翔鳳之學術性格，不應
只是一位考據學者而已，在整個清代公羊學的發展上，也應有其一定的地位。 
在今人之研究中，我們可看到清代公羊學的發展有一傾向，如陳鵬鳴在〈宋翔鳳經
學思想研究〉一文中指出： 
自莊存與復興今文經學之後，今文經學的陣地不斷擴大，莊述祖以《公羊》
義說《夏小正》，劉逢祿不僅光大了春秋公羊學，而且以《公羊》之義說《論  
語》和《易經》；宋翔鳳則以《公羊》之義解說群籍，將今文經學的陣地從原 
有的今文典籍上，擴大到《四書》、《禮記》，甚至老子之書。在宋翔鳳看來， 
「微言之存，非一事可該；大義所著，非一端足竟」。因此，各種典籍之中， 
都可能含有孔子的微言大義。龔自珍則以為五經之中皆貫穿著孔子的三世理 
論，並著〈五經大義終始論〉及〈答問〉九篇，專門予以論述。由此可見， 
隨著今文經學的發展，今文經學家試圖以《春秋》之義貫於群書的治學傾向。（6） 
上述這段評論如配合前文中所列出來的宋翔鳳「著作錄」來參照一下，雖然只是粗淺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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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竟著作目錄的對照，尚未涉及具體內容的了解，但大致上，應可推斷為正確的──確
有將原有今文典籍擴大到《四書》、《禮記》，乃至於群書的事實（7），而依據的理念，就
宋翔鳳所言，即「微言之存，非一事所該；大義所著，非一端足竟」。（8）因此，如何在
各種典籍中，透過研究，闡發出微言大義，落實「以《春秋》之義貫於群書」的理念，
就成為宋翔鳳治學著書最主要的努力目標和精神所寄了。我們若從這個角度來觀察、思
考，再配合相關的具體研究，當可看出宋翔鳳的學術特色及貢獻所在。 
如前文所述，從宋翔鳳「以《春秋》之義貫於群經」的治學理念以及他的相關著作
目錄來看，他的研究不僅限於《四書》，尚包括《易》、《詩》以及《禮記．禮運》、《老
子》⋯⋯等典籍。若單以《易》、〈禮運篇〉來看，後來的龔自珍、康有為皆有對同一本
書或篇章的相關研究，並藉此構成他們重要的思想內容。所以，粗略地看來，其實宋翔
鳳的相關著作，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應該是多方面的，可嘗試作一系列的研究，進而達
成全面的理解。在此，本文選擇「以《春秋》通《論語》」為主題，以宋翔鳳的《論語
說義》（專門闡發《論語》的微言大義）為主要文獻依據，展開研究。希望能透過具體
文獻的分析、證明，宋翔鳳如何賦予《論語》在群經中的地位，藉此來理解他是如何「以
《春秋》之義通《論語》」，以及「以《春秋》通《論語》」有何意義？ 
 
貳、宋翔鳳「以《春秋》通《論語》」之理由 
 
為什麼宋翔鳳要「以《春秋》通《論語》」呢？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。 
當然，問題的答案絕不會是因為他有「以《春秋》之義貫於群書」的理念，所以要
這麼做。因為這只是一個普遍性的理由，不能解決一項疑問──在群籍中，他為何要優
先挑《論語》呢？這一定有他特別的理由和選擇的標準。 
譬如說，如選擇《易經》為發微言大義的研究對象，除《易經》是重要經典外，必
然與《易經》可以與提倡變通觀念的特殊性有關。又譬如說，如選擇〈禮運篇〉為發微
對象，除了它是《禮記》中的一篇之外，必然與它和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有關，藉此
揭示出求變之後的終極理想實現的美好世界。《論語》雖然為大家熟知，但它並不是六
經之一，那麼以它為發微之對象，到底目的何在？價值何在呢？ 
在展開研究的閱讀過程中，發現有兩種理由，可以回應上述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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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、宋翔鳳受到劉逢祿的啟發與影響。關於這一點是有事實依據的。如前文所提
及，劉逢祿是光大公羊學的大將，以《春秋》為群經之首，以《公羊》為《春秋》真傳，
進而以《春秋公羊》之義網羅群經。劉逢祿除了依此作了許多有名的著作外，也曾以上
述理念，對《論語》展開了以《春秋》之義通《論語》的研究工作，只是限於一個發端，
並不精深而全面。劉逢祿早在嘉慶十七年（一八一二年），便以上述理念，撰成了《論
語述何》二卷。於此書中，劉逢祿就認為：「《論語》總六經之大義，闡《春秋》之微言。」
（9）鄭玄等古文經學家以訓詁名物的研究方法，根本不能發揮（揭示）其中的微言大義。
於是他追述東漢何休及更早期西漢董仲舒的見解，即《論語述何》所言「追述何氏（休）
《解詁》之義，參以董子（仲舒）之說」，（10）以公羊學說解釋《論語》。（11）雖然其書僅
有二卷，篇幅似又不如後來的宋翔鳳所著之書，卻對宋翔鳳頗有啟發。（12）就時間先後而
言，以《春秋》通《論語》的創始者，應是劉逢祿；而宋翔鳳則是繼劉逢祿之後，進一
步的發展。（13） 
其二、從文獻的真實性和《論語》的權威性來看，《論語》這本書具有優越的條件。
孔子刪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定《禮》、《樂》，贊《周易》，但似乎是「述而不作」的一種修訂、
整理，至少孔子自己是如此謙虛地說過的。因此，所謂的「六經」之中，惟一是孔子所
作者，即依魯史所作的《春秋》了。因此，這也是為什麼今文經學家特別推尊《春秋》
的理由之一。《論語》在中國自先秦流傳下來的各種典籍中，雖未必始終皆列為經，卻
具有經典的地位，而且在文獻的真實性方面，雖非孔子所親作，而係弟子及再傳弟子所
記，相較於先秦以來流傳下來的其他典籍，內容雖不免偶有爭議，但整體的真實性可說
是最有價值的典籍之一。簡言之，《論語》的文獻真實性極高，是可靠性高、爭議性少
的史料。雖然《論語》原來也有備受爭議之處，但本文是就其文獻真實性部分而立論。 
此外，《論語》更具有一種最能代表孔子思想（包括論為學、論做人、論處世、論
禮樂制度、論仁義道德⋯⋯）的權威性。自宋代將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
稱為《四書》，而《四書》自元代以後成為科舉必考之教材，《論語》已成為研究儒家最
重視的權威性的代表著作之一，當然是孔子親傳、真傳仁義大道的根本依據。因此，《論
語》是最真實、最權威、最能代表孔子的一部典籍。若能證明《論語》是孔子「微言」
最發揮、最完備的著作，那麼，以《公羊》義貫群經，乃至群籍，都將使人信服；最起
碼可具有壓低異議的作用。因此「通《春秋》於《論語》」就變成一個決定性的關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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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關必須打通。 
基於上述兩點，即一是劉逢祿的開端和啟發，二是《論語》的特殊性，當可回應宋
翔鳳為何要「以《春秋》通《論語》」的理由或寫作動機。 
除了上述之理由外，亦可從史料上找到支持。宋翔鳳就說道：「孔子受命作《春秋》，
其微言備於《論語》。」（14）因此，宋氏以為孔子所作之《春秋》，其微言大義，記錄在《論
語》中；此關節一打通，則不僅更鞏固了公羊學的地位，更能從「網羅群經」，擴充到
「貫於群籍」，對公羊學的發展定有極大的助益。這也是他為什麼「以為微言之存，非
一事可該，大義所著，非一端足竟，會通百家，自闢蹊徑，而精力所貫，尤在《論語》」。（15） 
 
參、《論語說義》內容之分析 
 
既然「精力所貫，尤在《論語》」，因此，研究宋翔鳳的學術思想，優先選擇「以《春
秋》通《論語》」，其實是一種掌握到重心的作法。不過限於學養，故謹以《論語說義》
為文獻依據，就其內容進行分析，期能探求其蘊涵的意義。 
宋翔鳳既然認為「孔子受命作《春秋》，其微言備於《論語》」。《論語》之微言如何
彰顯？《論語》與《春秋》如何相通？孔子的微言大義，不僅體現在《春秋》一書中，
而且也貫穿在《論語》中。因此，他對《論語》的研究，下了極深的功夫。 
早在乾隆五十八年（一七九三年），他便開始著手，至嘉慶二十五年（一八二○年）
底，輯成《論語鄭注》十卷。後至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○年）撰成《論語說義》十卷，
以《公羊》之義解說《論語》。這部小書，前後竟花了至少二十年（從一八二○∼四○），
可見其專注精神和對此一研究的重視。 
為析論方便，茲將這部書分成三部分來討論：一、宋翔鳳是如何看《論語》？用什
麼方法來研究《論語》？二、他是如何將孔子在《論語》中的「不言」、「罕言」、「何言
哉」解釋為「微言」？三、在《論語》具體的各篇章中，他如何以《春秋》之義和學術、
政治、文士、人心風俗取得聯繫的？其他書中有關考據、校勘等方面的探究，亦一併觀
察之。 
透過上述三項討論，當可對宋翔鳳《論語說義》的內容獲得具體的理解。現依次析
論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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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宋翔鳳是如何看《論語》？用什麼研究觀點來解讀《論語》？ 
簡言之，他是以孔子之「微言備於《論語》」來看待《論語》，以訓詁的歷史學根底
為基礎，以《公羊》之義來解讀《論語》的。 
他認為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」。他不以教育家、道德家、文化理想主義
者、一般所謂聖哲的角度看孔子，而是以「素王」的角度來看孔子。他認為堯、舜、禹
三代皆是得位之君，而孔子之特殊偉大處，正在於他是「以素王受命」，此實為自生民
以來所未有。這絕非趙岐注《孟子》時所說的「大過」，（16）而是另有深義──以「素王」
行聖君之事。從《論語說義》中明顯可見宋翔鳳一再強調是「天自知使孔子受命當素王」，
此一「天命」之說貫徹全書，自首卷以迄終卷，皆是發其序言「仲尼微言，以當素王」
之義，如首卷云： 
有朋自遠方來，謂有師有弟子，即秦、漢博士相傳之法，人不知而不慍，謂當
時君臣皆不知孔子，而天自知孔子，使受命當素王，則又何所慍於人⋯⋯子曰：
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其天乎？」怨天尤人慍也，下學而
上達，君子之事，〈禮運記〉以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為六君子，以素
王當之，亦繼君子之號。（17） 
此外，他又認為孔子是一「集大成」者，而此一集大成並非指侷限於孔子──是集中國
古代學術文化於一身的人，而是「孔子之謂集大成，以用其大智，變化隨時，不拘一道，
是能合三德以成孔子之聖」。（18）而孔子之聖，表現於作《春秋》所寓藏之「微言大義」，
而「微言大義，學者若欲求其義，舍今文家末由也」。（19）何以惟今文經學才能探得「微
言大義」呢？具體地說，那就是指：「《春秋》之作，備五始、三科、九旨、七等、六輔、
二類之義，輕重詳略，遠近親疏，人事浹，王道備，撥亂反正，功成於麟，天下太平。」
（20）也就是說，《春秋》一書通過親疏遠近等記載的詳略、幽明之不同，表達出孔子對於
治理亂世、衰世的態度和變革，乃至於對於太平世的追求、嚮往。故他說：「《論語》今
文說也。今文家傳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，為得聖人意。」（21） 
《論語》一書雖非孔子親作，但為弟子忠實所述，因此能真實地反映出孔子的思想，
此「與子思述孔子之意作《中庸》無異」。（22）故《論語》一書，二十篇中蘊含著「太平
之世，素王之業」（23），極為珍貴，實係「皆聖人微言之所存」，所以宋翔鳳在《論語說義》
第十卷總結其論點，認為《論語》的價值是永恆性的大經、大法。他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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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論語》一書，皆聖人微言之所存。⋯⋯吾故曰：「仲尼沒而微言未絕，七十
子喪而大義未乖，蓋其命意備於傳記，千百世而不泯者，是固好學深思者之
所任也。」（24） 
既是「千百世而不泯」之「天地之常經，王道之大法」，而且「微言備於《論語》」，又
是今文學，那麼依《春秋》之義，將此「微言大義」揭示闡揚，實為好學深思的宋翔鳳
所應為了。這不僅說明了他如何整體地看《論語》，也間接回答了，將如何的解說《論
語》之義；同時也一併回答了，何以他花二十多年，「精力所貫，尤在《論語》」，甚至
也包括了《論語說義》的命名理由。 
第二、他是如何將「罕言」、「不語」、「無言」、「天何言哉」等解釋為這正是所謂的
「微言」？其中又有什麼大義呢？ 
宋翔鳳認為《論語》中的「罕言」、「不語」、「無言」、「天何言哉」⋯⋯與《春秋》
中的「不書」有異曲同功之妙。現舉具體文獻為例，來加以說明。 
茲以「無言」為例：如在《論語‧陽貨篇》中記載，孔子曰：「予欲無言。」子貢
曰：「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。」子曰：「天何言哉！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」
宋翔鳳釋為： 
無言者，微言也，子貢恐學者以無言為不言，故發問以明之。（25） 
此處的「微言」，宋翔鳳以為是「無言」，並非「不言」。故接著又道： 
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」，即無言之謂，而性與天道之故在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《易》 
以〈坎〉、〈離〉、〈震〉、〈兌〉主四時，而七十二候環生於其中。《春秋》四 
時具，而君臣父子以及草木鳥獸皆統於陰陽終始，故四時行、百物生者， 
天道也。性與天道者，微言也。觀夫子再言「天何言哉」，而後知微言之傳， 
必明於天人之際也。（26） 
再以「罕言」為例，宋翔鳳之論述： 
「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」謹案：盡此篇之文，皆以說聖人微言之故也。罕者， 
希也，微也，罕言者，猶微言也。子貢曰：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 
也。」存於幾希之間，通乎絕續之介，故不得聞者謂之微言。⋯⋯夫子贊《易》 
脩《春秋》，弟子不得聞⋯⋯王以當利，使物各得其所，為天下所歸往也。⋯⋯ 
《易》以元亨利貞為仁⋯⋯弟子撰微言，則曰：「利與命與仁者。」何也？《易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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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言》曰：「利者，義之和也。」⋯⋯惟利物足以和義，⋯⋯乾始能以美利利 
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！必利物和義，而後見萬世之性，正萬物之情。故 
欲求性與天道，必求之利與命與仁也。與命者，率性也；與仁者，利仁也。⋯⋯ 
故曰能以美利利天下也。⋯⋯義，性也，利，義之用也，一也，與比者，與 
命與仁也。始於以義治我，乃能以仁治人，其所謂義，即所謂利也。（27） 
接著再以「天何言哉」為例，作相關之論述： 
子曰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」天何言即不言所利也。 
四時行焉者，性之所以率也。百物生焉，人之所長養也。能以美利利天下也。 
再言天何言哉者，見吾之微言，皆性與天道，然必求利之故，而後得性之故， 
求命之故、仁之故，而後得天道之故。孔子存微言之教，以為百世之師者， 
備於利與命與仁之中矣。孔子素王，如堯之大，民無能名，達巷黨人，先知 
受命，獨發此言，一人而已，然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受命之故，存乎微言。（28） 
就以上引述之文獻中，大抵可看出其如下之用心： 
（一）由宋翔鳳解《論語‧陽貨》「予欲無言」，將「無言」解為「微言」之意，除指出 
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，即無言之謂也」。並又道出「性與天道者，微言也」，宋翔 
鳳從何觀點以論「性與天道」中有微言。再觀《論語‧子罕》「子罕言利與命與 
仁」之解讀，宋翔鳳讀作「子罕言：利與命與仁」。並釋其意為：「罕者，希也、 
微也。罕言者，猶微言也。」得出結論：「〈子罕篇〉皆以說聖人微言之故也。」 
此論與朱熹引用程子之釋義有明顯不同。（29） 
（二）特別引證《易‧文言》對「利與命與仁」之解釋，強調出「利者，義之和也。⋯⋯ 
惟利物足以和義，⋯⋯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」，又指出「其所謂義，即所謂利也」。 
就此意義而言，將利與義等同，企圖由此合於義之後，能通於仁、通於天道性命， 
故宋翔鳳接著在「天何言哉」，也論述出相同之精神，亦指出其微言即是：皆性與 
天道，此必須從利中以求，由此「能以美利利天下」，進而達到「得性之故，求 
命之故、仁之故，而後得天道之故。孔子存微言之教，以為百世之師者，備於利與 
命與仁之中矣。孔子素王，如堯之大⋯⋯」，因為持著「利者，義之和也」的看法， 
故認為「孔子存微言之教，以為百世之師者，備於利與命與仁之中矣」。由此以探 
求出孔子之微言大義。此處更可看出宋翔鳳之觀點與朱熹之所論亦有明顯差別。（3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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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翔鳳之所以發揮出利之最大功用，正呈顯出其強調今文經學之微言大義，通經致
用之心明顯可見。故其詮釋經典之精神，與一般儒者所論義利之辨稍有不同，其實先秦
儒家並不排斥利，只是認為不可把利擺在優先的地位，其理想是要將義利二者相結合，
當二者不可兼得時，才論出以利為先。（31）宋翔鳳之所以側重利之精神，大抵與晚清強烈
關懷社會現實有關。（32） 
經由上述引證，當可知曉宋翔鳳運用「《春秋》之義」的「書法」，將《論語》中孔
子的「無言」、「罕言」、「天何言哉」⋯⋯與《春秋》之「不書」或「微言」視為同一，
並加以闡揚。也明顯可見宋翔鳳在《論語說義》中加強了《公羊》學者援用《論語》的
態勢，其所要彰顯之用心，更在此書序中即已道出：「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，以
當素王。微言者，性與天道之言也。此二十篇，尋其條理，求其旨趣，而太平之治，素
王之業備焉。」（33） 
第三、宋翔鳳認為《論語》中「尋其條理，求其旨趣，而太平之治，素王之業備焉」，
是依特定規劃，有系統加以編纂，是一本政論之書，專稱孔子為素王，認為孔子受命於
亂世，在此書中，孔子以此身分，論述天下太平之治，如〈學而、為政〉中所言： 
先王既沒，明堂之政湮，太學之教廢，孝弟忠信不脩，孔子受命作《春秋》， 
其微言備於《論語》，遂首言立學之義，曰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」時習 
即瞽宗上庠教士之法⋯⋯〈禮運記〉以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為六君子， 
以素王當之，亦繼君子之號，先王興學以治人情，聖人設教以維世故，作君作 
師，統緒若一也。（34） 
上述文中，特別強調「孔子受命作《春秋》」，「微言備於《論語》」，再次從《春秋》、《論
語》之關係中，以明孔子微言之旨，而孔子微言大義之主要根據，即《春秋》也。另外，
在〈學而、為政〉亦有相關之例可說明其用心。如： 
《論語》以孝弟解本，以仁釋道，而立太學以教於國，設庠序以化於邑者，其
義盡之矣。〈周書〉曰：勇則害上，不登於明堂。既明孝弟之義，則犯上者鮮，
而作亂者絕。升於學者，皆可登於明堂。堯、舜帥天下以仁，其實堯、舜之道，
孝弟而已矣，故曰：仁之本也。（35） 
曰：「巧言令色鮮矣仁。」靜言庸違，是有巧言，象恭滔天，是有令色，失仁
之本，而巧言令色以成其偽，大禹畏之，邱明恥之，⋯⋯與放鄭聲、遠佞人之 
以《春秋》通《論語》─宋翔鳳《論語說義》探析  
 
 11 
義，皆太學之法，明堂之政所先務者。（36） 
除了強調「太平之治，素王之業備焉」精神之外，各篇亦有其各自編輯之意，故道出： 
〈學而〉、〈為政〉二篇，即明太學明堂之法。〈八佾〉一篇道明宗廟之禮。（37） 
〈公冶長〉一篇言卿大夫之事，故究之以忠信好學。（38） 
〈雍也〉一篇明人君之道，故究以《中庸》之為德與立人達人之說也。（39） 
〈里仁篇〉專論人之心術為風俗之所繫。（40） 
經由上述之說明，大致可看出宋翔鳳的《論語說義》展現出側重微言大義的特色。 
至於宋翔鳳的《論語說義》在考據、校勘方面之文獻探究，資料亦多，由此將有助
於其學術特色：「通訓名物，志在西漢家法，微言大義，得莊氏之真傳。」（41）例如「為
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眾星拱之」章，宋翔鳳釋為： 
《爾雅‧釋天》：「北極謂之北辰。」《周禮疏》引鄭注云：「天皇北耀魄寶，《春
秋說》所謂中官大帝，其精北極星，含元出氣，流精生一也。」北極在《尚書》
為旋機，〈堯典〉：「正月上日，受終于文祖，在叡璣玉衡，以齊七政。」⋯⋯
伏生《大傳》曰：「琁者，還也；機者，幾也。其變幾微，而所動者大，謂之
琁機。」故琁機謂之北極。（42） 
在上述論證過程中，宋翔鳳詳引《爾雅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尚書》等經典中之天文資料，以考
釋《論語》中之「北辰」，對相關的天文知識作了深入詳盡的解釋，由此引申出《周禮》
鄭注「含元出氣，流精生一」之義理，並指出孔子之所以用「北辰」為譬喻，實因〈堯
典〉有言「正月上日，受終于文祖，在叡璣玉衡，以齊七政」之故，且用「其變幾微，
而所動者大」以詮釋孔子之意圖。這也可看出宋翔鳳以《公羊》之義解釋《論語》，由
此以證明其「微言」亦與《春秋》相同。而《論語說義》一書中，主要都在體現孔子之
「微言大義」，大抵由此可見。 
然而在《論語說義》中，除了特別強調義理的發揮之外，亦包含訓詁、校勘諸方面，
內容甚為豐富，其中有考證天文、地理、服飾、軍制、學制、禮制、樂制、田制、人名、
事件諸條，從這些列舉的各種文獻所做的詳盡考證的結果，皆是宋翔鳳在發揮孔子之微
言大義時，加以闡發運用。此處考證的目的只作為發揮義理之基礎。從上述有關「為政
以德」章的解釋，已可看出宋翔鳳只是將訓詁名物當手段而已，其用意是要在考證的結
果、可靠文獻基礎之下，找尋發揮其微言大義之根據。此與一般清儒以訓詁考據作為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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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經典的原意，是不同的。 
另外，有關校勘方面亦具有上述考證之精神，此由宋翔鳳對於「孝于惟孝」章之解
釋，可以看出： 
《漢石經》及《義疏》、《經典釋文》本並作「孝于」，今本作「孝乎」。⋯⋯《論
語》引經多作「于」，「施於有政」作「於」，是引申《書》意也，據包（咸）
意，正以「施於有政」為孔子語，自東晉《古文書》出，始以此語作《書》辭，
解《論語》者並從而誤。（43） 
上述所論，可知宋翔鳳對「孝于惟孝」應作「孝于惟孝」或「孝乎惟孝」，考辨甚詳，
他並依據《論語》引經遣辭之習慣，特別以《論語》來證《論語》，證明《論語》引經
之文字，「於」多作「于」，指出今本《論語》作「孝乎」是有誤，從而駁斥古文學家說
《書》之謬誤。《論語說義》中所有關於訓詁之論據甚多，在此另舉二例說明如下：在
「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」章中，宋翔鳳引《儀禮‧既夕》與《說文》二書以詳釋「筲」
之意義。又如在「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與」（44）章中，宋翔鳳又考索《經典釋文》、《尚
書》、《一切經音義》、《說文解字》等書，加以深入考辨，由此發明「折」字可通「哲」
字之條例；另引〈呂刑〉與《正義》，以證明「片言」即「單辭」之義。 
經由上述所作之說明，可看出《論語說義》有關訓詁考據、校勘之考證論點，只能
算是宋翔鳳作為一種方法手段而已，目的是在訓詁考據學之基礎上，提出義理之學的說
明，進而以義理探索為最終目標，即試圖彰顯出「孔門微言大義」。由此可見，對於有
關「訓詁」、「義理」二者而言，宋翔鳳更重視「義理」之學。在清中葉乾嘉以來，研究
訓詁名物之風特盛，宋翔鳳卻能從側重文獻之考辨方向，轉而關注義理之學的發揮，此
對經今文學之發展，不但有相當的啟發，更奠定其在今文經學的重要的地位。此由與他
相識甚久的龔自珍詩作中，稱許「樸學奇才張一軍」，（45）且二十多年皆未改變，亦頗值
得留意，或許可作為宋翔鳳學術特色之參考。 
 
肆、結論 
 
經由前文的層層討論，我們可以一窺宋翔鳳為何要「以《春秋》通《論語》」的用
心所在，以及如何以《春秋》通《論語》的方法，同時藉由對他的《論語說義》的分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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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也大要地理解了此書中的內容，進而察見他對《論語》研究的特色。 
雖然，宋翔鳳在常州學派中，與我們後世所熟知的一些極出鋒頭的人物相較，知名
度並不很高──他的名氣顯然比不上復興公羊學的莊存與，光大公羊學的劉逢祿，以《公
羊》議政、開風氣、倡變法的龔自珍，但在客觀的學術研究的具體表現上，他仍然佔有
不容忽視的地位。或許滿腔熱血，充滿改革浪漫情懷的知識份子，通常比較容易忽略他，
但是關心學術，或是研究清代公羊學的專業學者，往往給予他相當的肯定與甚高的評價 
。例如：陳鵬鳴於〈宋翔鳳經學思想研究〉中道出，從莊存與復興今文經學之後，今文
經學有擴大的趨勢，其中莊述祖以《公羊》義說《夏小正》，又肯定劉逢祿不僅光大春
秋公羊學，而且以《公羊》議說《論語》和《易經》。在此一發展基礎上特別指出：宋
翔鳳將今文經學的陣地，從原有的今文典籍，擴大到《四書》、〈禮運〉，甚至老子之書。
在宋翔鳳看來，各種典籍之中，都可能會有孔子的「微言大義」。（46）又如：蕭一山《清
代通史》所言：翔鳳嘗作〈擬漢博士答劉歆書〉，又作〈漢學今文古文考〉，以《公羊》
義說群經，以《古籀文》證群籍。以為微言之存，非一事可該，大義所著，非一端足
竟，會通眾家，自闢蹊徑，而精力所貫，尤在《論語》，撰《論語說義》、《論語發微》，
至是今文之學遂以大明。（47） 
上述對宋翔鳳的評價，大致上而言是公正、客觀的。因為透過本文的研究，發現宋
翔鳳「以《春秋》通《論語》」確有他學術的特色及具體貢獻：他運用《論語》在文獻
上高度真實性的優越條件，以及在儒家傳統中、知識份子心目中的權威性和崇高地位，
將《論語》從一般傳統的解讀中抽出來，用《春秋公羊》的「書法」，將《論語》與《春
秋》相通，以《春秋》之義，將「備於《論語》」的微言，一一加以闡發，形成對《論
語》一種新的解釋與意義，證明了《論語》是孔子微言最完備的一部書。在長久以來，
大家公認六經中惟有《春秋》為孔子親作；而《論語》雖非孔子親作，但由門人所述，
故是最能代表孔子本意（思想）的著作。宋翔鳳透過《論語說義》的研究，公開指明了
《論語》其實就是今文經學，這一點對清代公羊學的進一步發展，是有重大貢獻的。 
因為公羊學到劉逢祿已建立了以《春秋》網羅群經，以《公羊》為惟一真傳的地位，
但雖能貫於「六經」，卻未必能貫於「群籍」。劉逢祿似乎也看出這一點，故曾寫作《論
語述何》二卷，然似嫌簡略，只是個開端。宋翔鳳則在劉逢祿的開端之後，投入二十餘
年的時間、精力，致力於「以《春秋》通《論語》」的工作，他的《論語說義》即是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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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一份具體的研究成果，而後他更以此書為底本，奮力完成《論語發微》，我們若稱許
他「會通百家，自闢蹊徑，精力所貫，尤在《論語》，」實非過譽。簡言之，他的《論
語說義》、《論語發微》，為《論語》的釋義，提供了公羊學的獨特解釋，固然有其意義，
但更大的意義和影響，應在於由於他的努力，打通了《論語》這一關，使清代公羊學的
研究，從劉逢祿的「貫於群經」更推展到能「貫於群籍」，這對《公羊》的發展及對晚
清思潮的影響，應是很深遠的。例如：宋翔鳳所談以《春秋》之義貫之〈禮運〉，對大
同太平世的嚮往等，對於康有為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。（48） 
不過，宋翔鳳的《論語》相關研究，固然有他的特色、意義以及對清代公羊學的發
展有貢獻，但也未必完全沒有可議之處。用最精簡地說，以《公羊》通《論語》未嘗不
可，因為若如此可以賦予《論語》新的、合理的釋義，當然很好，若將以《公羊》通《論
語》為惟一正確的釋義的話，恐將流於解釋過當或過於專斷，甚而有穿鑿附會之處，不
免扭曲了《論語》的原意，例如：在《論語‧陽貨篇》云「予欲無言」，宋翔鳳言：「無
言者，微言也。」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，即無言之謂也。」此處是否可以「無言」為「微
言」，亦有待商榷。也因此，章炳麟就說：「長洲宋翔鳳，最善附會，牽引飾說，或採翼
奉諸家，而雜以讖緯神秘之辭。」（49）這也是在批閱相關文獻時，時時可以發覺過度解釋、
附會牽強之處。這是《論語說義》最容易產生爭議的地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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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： 
 
(1)  參考《清史稿》卷四百八十九‧列傳二百六十九‧儒林三（臺北：國史館，一九八  
八年二月），頁11099。 
(2)  宋翔鳳之生平及著作可參考鍾彩鈞〈宋翔鳳的生平與師友〉一文，《第一屆國際清代 
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高雄：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，一九九三年十一月），頁211∼212。 
(3) 宋翔鳳的學術在清代未受推重，如《碑傳集》、《續碑傳集》皆未收宋翔鳳傳。張舜 
   徽說：「他談論問題，喜援用讖緯，流於附會。如以《說文》始一終亥，即古《歸
藏》；釋《大學》明明德即王者以五行之德遞嬗；最為學者所譏斥。徒以年登老壽，
又好讀書，故述造亦廣」《清儒學記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一九九一年十一月），頁
490亦不甚推重。另在其本籍《江蘇省吳縣志稿、人物志》，並未詳載宋翔鳳的事蹟
及著作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三月）。 
(4) 《龔自珍己亥雜詩註》，頁207。又〈投宋于庭翔鳳〉：「遊山五獄東道主，擁書百域
南面王。萬人叢中一握手，使我衣袖三年香。」此詩更深切道出龔自珍對宋翔鳳欽
佩之情。 
(5)  見《清儒學案》卷七十五，頁340。 
(6)  陳鵬鳴：〈宋翔鳳經學思想研究〉，《中華文化論壇》，二○○一年第四期，頁102。 
(7)  宋翔鳳於《論語說義》二云：「〈禮運〉為七十子所傳之大義」，其中隱含「據魯、
親周、故殷黜夏之說」，「〈禮運〉一篇，皆發明志在《春秋》之義。」（收錄於《皇
清經解續編》卷三百九十，頁6∼8）。 
(8)  參見馬宗霍：《中國經學史》第十二篇〈清之經學〉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
八六年二月版），頁149。 
(9)  劉逢祿：《論語述何‧敘》，《皇清經解》卷一千二百九十八，頁9。 
(10) 同註(9)，宋翔鳳乃大服，稱贊道：「子不惟善治《公羊》，可以為《左氏》功臣，自
何劭公、許叔重，且未發其疑也。」宋翔鳳顯然採納了表兄關於《左傳》的觀點，
他說：「《左氏》所載，存史之文，非《春秋》之正義也。」 
(11) 根據張廣慶：〈清代經今文學群經大義之《公羊》化? ? 以劉、宋、戴、王、康之
《論語》著作為例〉曰：「《公羊》家言《春秋》，有微言，有大義，蓋《春秋》之
淡江人文社會學刊【第十二期】  
 
 16 
義 實兼指二者而言。『微言』、『大義』之詞，首見於劉歆〈讓太常博士書〉：『夫子
沒而 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。』⋯⋯今劉逢祿、宋翔鳳、戴望、王闓運、康
有為等，於《論語》著作中，屢屢述及『微言』一詞。」收入《經學研究論叢》第
一輯，頁279（臺北：聖環圖書有限公司，一九九四年四月版）。 
(12) 陳靜華研究道出：「故今文學家的《論語》學為一歷史上存在之事實⋯⋯，故言劉
氏發端於先，宋氏繼之於後，是基於肯定以公羊義法解論語，乃合於經之常道的理
念而來。」 參氏著《清代常州學派論語學研究? ? 以劉逢祿、宋翔鳳、戴望為例》，
（台南：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一九九四年七月），第三章〈劉、宋、
戴三家之論語著述〉，頁77。 
(13) 宋翔鳳於清道光二十年庚子（西元一八四○年），作《論語說義》（後改名《論語發 
   微》）。詳參劉錦源：《清代常州學派的論語學》，（臺北：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
碩士論文，一九九五年六月），第四章〈宋翔鳳之生平及其論語學〉，頁58。 
(14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收錄於《皇清經解續編》，卷三百八十九，頁4421。 
(15) 馬宗霍：《中國經學史》，頁149。 
(16) 宋翔鳳言：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，夫聖人之道，同符合契，前聖後聖， 
其揆一也，不得相踰云。生民以來無有者，此三子皆孔子弟子，緣孔子聖德高美而 
盛稱之也，孟子知其言大過，故貶謂之污下。愚按：堯、舜、三代，皆得位為君， 
而孔子以素王受命，此實生民以來所未有，以為大過，非也。」引自《孟子趙注補 
正》二，頁4，收錄於《皇清經解續編》卷四百，頁4492。 
(17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卷三百八十九，頁4419。 
(18) 宋翔鳳：《孟子趙注補正》四，頁20。 
(19) 宋翔鳳：《過庭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六年）卷九，《元年春王周正月》，頁
149。他又說出：「微言者即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。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，子
曰：予欲無言，天何言哉？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皆具性與天道之原，利與命與仁之理備
於二經。《論語》二十篇多言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之微而未嘗顯，故〈論語說〉曰：子
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，以當素王。如《春秋》始元終麟，《易》六爻發揮旁通，
乾道各正性命，費、董、孟、京之徒傳之不絕。」大義即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，如
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是也。故子所雅言《詩》、《書》執禮，此夫子所正言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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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弟子，當時並口授其大義。所謂微言大義，並漢世博士所傳。」(《文錄‧漢學
今文古文考》卷三，頁9)。 
(20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八十九，頁4422。 
(21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八十九，頁4419。 
(22) 宋翔鳳：《四書釋地辨證》下，收錄於《皇清經解續編》，卷一千三百三十。 
(23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八十九，頁4417。 
(24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八十九，頁4479∼4480。 
(25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九十七，頁4477。 
(26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九十七，頁4477。 
(27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九十三，頁4455。 
(28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九十三，頁4455。 
(29) 朱熹針對「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」，引程子曰：「計利則害義，命之理微，仁之道大， 
   皆夫子所罕言。」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註‧論語集註》，（臺北：鵝湖出版社，一九 
八四年九月），卷五，頁109。 
(30) 朱熹在「天何言哉」 之釋為：「四時行，百物生，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，不待言而
可見。聖人一動一靜，莫非妙道精義之發，亦天而已，豈待言而顯哉？此亦開示子貢
之切，惜乎其終不喻也。程子曰：『孔子之道，譬如日星之明，猶患門人未能盡曉，故
曰：「予欲無言」。若顏子則便默識，其他則未免疑問，故曰「小子何述」。』又曰：『「天
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」，則可謂至明白矣。』」（《論語集註》，頁180）。 
(31) 孟子於〈告子〉上道出：「魚，我所欲也；熊掌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捨 
魚而取熊掌者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，義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捨生而取義 
者也。」由此引申出義利之辨，也是就義利相衝突時，不得已之下， 才會舍義而 
取利。（《孟子集註》，頁332）。 
(32) 龔自珍以「憂天下」、「探世變」，運用公羊學說進行新的哲學創造的力量，要為時 
代另尋出路。如《乙丙之際箸議》中具有批判之精神。魏源亦明確提出，對陳腐的 
舊例改革得越徹底，就越給老百姓帶來更大利益，事物的好壞和進步與否的標準， 
就在於是否對老百姓有利。他說：「天下事，人情所不便者變可復，人情所群便者 
變則不可復。江河百源，一趨于海，反江河之水而復歸之山，得乎？履不必同，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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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適足；治不必同，期于利民。」（《魏源集‧默觚‧治篇五》）根據多數人的願望 
和事物演進的趨勢變革舊制度，確立新制度。」針對彌漫于朝野的保守衰頹習氣， 
魏源大力呼籲排除昏庸的官僚、碌碌無為的士大夫的阻力，破除舊習，樹立勇敢進 
取的精神。他說：「度內之事，中人可能；度外之事，非豪傑不能。⋯⋯天下大事， 
或利于千萬世者，不必利于一時；或利于千萬人者，不必利于一夫；或利于千萬事 
者，不必利于一二端⋯⋯事機出耳目之表，利害及千百年之後是也。」（《魏源集‧ 
默觚‧治篇七》）。 
(33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八十九，頁4417。 
(34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八十九，頁4418。 
(35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八十九，頁4418。 
(36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八十九，頁4418。 
(37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八十九，頁4425。 
(38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九十一，頁4445。 
(39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九十一，頁4445。 
(40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九十，頁4437。 
(41) 見《清儒學案》，卷七十五，頁340。 
(42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八十九，頁4421。 
(43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八十九，頁4423。 
(44) 宋翔鳳：《論語說義》，卷三百九十四，頁4462。 
(45) 同註(4)。 
(46) 陳鵬鳴：〈宋翔鳳經學思想研究〉，《中華文化論壇》，頁102（二○○一年第四期）。 
(47) 蕭一山：《清代通史》第四冊，頁1744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六三年版）。 
(48) 陳鵬鳴於〈宋翔鳳與經文經學〉中道出：「康有為撰《禮運注》，將《公羊》三世說 
理論與〈禮運〉大同、小康之論結合起來，指出中國二千年來，皆為小康之世，目 
前已到了向大同世轉化的關鍵時刻，『將納大地生人於大同之域，令孔子之道大放 
光明』。要求清政府立即變法改革，實行君主立憲制，致中國『大同之域』；又撰《大 
同書》，宣揚大同理想。儘管康有為所言的大同理想與宋翔鳳所言的太平世之間， 
存在著根本的不同，但二者之間似有一定的思想淵源關係。」（《書目季刊》，第三 
以《春秋》通《論語》─宋翔鳳《論語說義》探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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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卷第三期，頁14）。 
(49) 章炳麟：《章太炎全集‧三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四年版）頁476。 
 
參考文獻 
 
朱  熹（1984）。《四書章句集註》。臺北：鵝湖出版社。 
宋翔鳳（1972）。《論語說義》，收錄於《皇清經解續編》。臺北：復興書局。 
宋翔鳳（1972）。《孟子趙注補正》，收錄於《皇清經解續編》。臺北：復興書局。  
宋翔鳳（1972）。《四書釋地辨證》，收錄於《皇清經解續編》。臺北：復興書局。 
宋翔鳳（1986）。《過庭錄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 
馬宗霍（1986）。《中國經學史》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 
章炳麟（1984）。《章太炎全集》。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。 
陳靜華（1994）。〈清代常卅學派論語學研究? ? 以劉逢祿、宗翔鳳、戴望為例〉，國立
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。 
陳鵬鳴（1996）。〈宋翔鳳與今文經學〉，《書月季刊》，30（3）：12∼23。 
陳鵬鳴（2001）。〈宋翔鳳經學思想研究〉，《中華文化論壇》，4：100∼106。 
張廣慶（1994）。〈清代經今文學群經大義之《公羊》化? ? 以劉、宋、戴、王、康之《論 
語》著作為例〉，收錄於《經學研究論叢》第一輯。臺北：聖環圖書有限公司。 
趙爾巽（1988）。《清史稿》。臺北：國史館。 
路新生（1997）。〈宋翔鳳學編〉，《孔孟學報》，73：175∼198。 
劉錦源（1995）。〈清代常州學派的論語學〉，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。 
鍾彩鈞（1993）。〈宋翔鳳的生平與師友〉，收錄於《第一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
頁197∼224，國立中山大學中文學系彙編。 
蕭一山（1963）。《清代通史》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 
龔自珍著、劉逸生注（1980）。《龔自珍己亥雜詩注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 
